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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在不断提升人类福祉水平的同时降低碳排放，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内涵。本文对鄱阳湖流域碳

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的空间差异与驱动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为“双碳”战略下鄱阳湖流域提升人类福祉水平提

供理论依据。【方法】本文嵌入人均净碳排放量指标，构建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CHDI）。运用空间马尔科夫

链、Dagum 基尼系数、LMDI 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对 1990—2020 年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的空间

差异演变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研究表明：①鄱阳湖流域的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由 1990 年的 0.5415 提高到

2020年的 0.7922，实现了由低人类发展水平向高人类发展水平的跃迁。②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

人类发展指数的空间差异整体趋于缩小。其中，各子流域内差异稳步缩小，子流域间差异先降后升。因此，缩小子

流域间差异是解缓鄱阳湖流域人类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关键。③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的提升

主要由经济效应和技术效应双轮驱动，社会效应及环境效应则显现出减量效应。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发现，富裕程

度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公共财政支出增加和城镇化对鄱阳湖流域人类发展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能源

强度和人口密度提高则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结论】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人类低碳发展在迈向高人类发展进

程中不断均衡发展，缩小子流域间差异及加强经济与技术效应的双轮驱动是进一步推进鄱阳湖流域人类福祉均衡

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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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1,2]，迫切需要

改变以高碳排放为代价的人类福祉增长模式，逐步

迈向人类低碳发展[3]。在理论上就需要从发展观演

进视域重新审视人类发展与低碳发展之间的关系。

发展观经历了经济发展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观

—人本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动态演变[1]。其

中，经济发展观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观主要关注物

质财富积累，缺少对人的基本需求与能力的重视[1]。

随着发展内涵不断深化和向人本发展观演进，联合

国人类开发署（UNDP）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

认为人类发展主要体现为人的可行能力的扩大，对

人类福祉的判断不应仅根据物质财富的多寡，而应

采用个人选择的实质性自由来衡量[4,5]。随着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召开以及全球

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人本发展观逐步向可持续发展

观演进，人类低碳发展应运而生。一方面，人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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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仅取决于其生活水准、教育水平以及健康状

况，而且依赖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5]；

另一方面，伴随人类碳排放需求的增加，人类发展

面临的碳排放约束日益趋紧[3]。事实上，低碳排放

不是发展的最终目标，重要的是在低碳排放的同时

保障人类发展目标的实现[3]。从当前人类发展的一

般内涵来看，人类发展意味着在可行能力提升基础

上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却并未涵盖碳减排与

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低碳发展与人类发展目

标融合视角来看，人类低碳发展是在经济发展的同

时实现碳排放相对下降、实现人类发展水平逐步提

高的一种人类发展模式。

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可知，近年来低碳发展与

人类发展相结合的研究不断涌现，主要集中在讨论

低碳发展与人类发展之间的理论关联[5,6]，分析人类

发展的碳排放效应[7]，以及通过纳入碳排放指标构

建新的人类发展指数[8,9]等方面。其中，在将碳排放

指标纳入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两

种途径：①将碳排放指标作为与收入、教育、健康指

数并列的分项指数纳入人类发展指数构建。如：张

红历等[10]应用碳排放强度指标表征可持续分项指

数，构建了嵌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类发展指数；

任栋等[11]综合寿命、教育、健康、民生和碳排放强度5

个维度构建了中国人类发展指数；Liu等[12]引入人均

碳排放量构建人类发展指数，分析了中国人类发展

水平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朱莉等[13]综合收入、教

育、寿命、碳排放强度 4个维度构建了中国人类发展

指数，分析了城镇化、人均GDP、能源消耗强度等因

素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影响。②应用碳排放指标对

HDI或其分项指数进行修正。如：UNDP[8]采用碳排

放指数和人均物质足迹合成调整因子，将其与 HDI

相乘，构建了压力调整后的全球国家尺度的人类发

展指数（PHDI）；Jiang等[9]在其基础上构建了压力调

整后的中国省域人类发展指数；张帅等[14]综合物质

足迹和 CO2指标计算生态过冲指数，构建了全球国

家尺度的地球边界人类发展指数。此外，还有一些

研究将碳排放指标作为构成HDI的收入指数的“惩

罚性”因素。如 de la Vega[15]用人均碳排放量衡量环

境污染，构建了污染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HDPI），

并分析了 1998—2008年全球 165个国家 HDPI的区

域差异及其演变特征；王圣云[7]采用人均CO2排放量

指标构建了纳入碳排放敏感性的中国省域人类发展

指数，并应用LMDI方法对其驱动效应进行了分解；

李晶等[16]应用人均CO2排放量指标构建了环境敏感

性人类发展指数，分析了中国省域环境敏感性人类

发展指数的空间收敛性及影响因素。

综上可知，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国内

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基于人类发展指数（HDI），而

纳入人均净碳排放因素的人类发展指数构建及实

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②国内外关于低碳人类发

展区域差异实证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国家、省级等大

尺度区域[9,12]，县级尺度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特别

是对流域地区的研究成果更少。③已有文献通常

忽视了人类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即默认为区域

间HDI是相互独立的。

鄱阳湖流域是生态环境脆弱区，也是欠发达湖

区[17]，肩负着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

任务。鄱阳湖流域绝大多数县（区）属于革命老区，

经过几十年发展，鄱阳湖流域人类发展水平由 1990

年 0.513 提高到 2020 年 0.847，人类发展进步显著，

但同时碳排放总量由 2340 万 t 增加到 16866 万 t[18]。

可见，鄱阳湖流域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伴随碳排

放的增加而实现的。提升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

性人类发展指数是鄱阳湖流域深入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践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的根本要求。

为此，本文首先计算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

数（CHDI），然后运用空间马尔科夫链和 Dagum 基

尼系数分析鄱阳湖流域CHDI的时空演变及空间差

异特征，最后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和

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和揭示鄱阳湖流域CHDI变化的

驱动效应及驱动因素。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在于：

①基于可持续发展观，既考虑人类发展指数未纳入

碳排放因素的不足，也针对流域森林覆盖率高、水

域面积广、碳汇能力强的实际，计算扣除碳汇的人

均净碳排放指标，构建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

数，为评价人类低碳发展水平提供方法论支撑。②
根据流域自然空间分异特性和县域小尺度行政调

1621



第46卷 第8期
资  源  科  学

http://www.resci.net

控属性，从全流域、子流域和县域多个空间尺度考

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的异质性特征，为把

握鄱阳湖流域人类低碳发展现状提供科学依据。

③考虑人口迁移、公共服务共享、碳转移等因素的

外部性影响，分析影响人类低碳发展的空间溢出效

应，为提升鄱阳湖流域人类低碳发展水平、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鄱阳湖流域是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

区，其空间范围的 96.62%分布在江西省内[17]。鄱阳

湖流域整体地势南高北低、周高中低，自然地理分异

特征十分明显。赣江流域是鄱阳湖流域最大的子

流域，其流域范围占鄱阳湖流域面积的 51.5%；然后

依次为鄱阳湖区、信江流域、抚河流域、修河流域和

饶河流域[17]。鄱阳湖流域的区域划分参见文献[18]。

2.2  研究方法

2.2.1  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构建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UNDP提出的用来衡量

人类福祉水平的综合指标[8]。 HDI 由收入指数

（H1）、教育指数（H2）和健康指数（H3）3 个分项指数

构成，其计算公式为[7]：

HDI =
1
3

( H1 + H2 + H3 ) （1）

式中：收入指数（H1）为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教育指数（H2）由成人识字率和综合毛入学率

加权构成，权重依次为2/3和1/3。其中，由于数据可

得性，成人识字率由 15岁及以上能读写人口数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数的比重计算；综合毛入学率为在校

生人数与学龄人口数的比值，由于鄱阳湖流域县域

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数据严重缺失，本文采用小学、

初中、高中在校生人数进行计算。健康指数（H3）为

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本文根据简略生命表计算得

到[19,20]。H1、H2、H3的计算公式为[7]：

分项指数 =
实际值 - 最小值

最大值 - 最小值
（2）

结合鄱阳湖流域实际情况，本文参考UNDP历年

《人类发展报告》，为保证计算结果与UNDP计算的

HDI具有可比性，确定人均GDP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分别为 ln75000和 ln100；成人识字率、综合毛入学率

的最大值均为100%，最小值均为0；出生时平均预期

寿命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85岁和25岁。

本文构建的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

（CHDI）是基于 HDI，应用人均净碳排放指标修正收

入指数（H1）后得到的新人类发展指数。首先，计算

人均净碳排放量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碳排放敏感

性系数（EBI），将其作为 HDI 的收入指数（H1）的修

正因子；其次，借鉴 de La Vega[15]、王圣云[7]的研究成

果，采用 Atkinson不平等测度方法对收入指数（H1）

进行修正，计算新收入指数（H ′1）；最后，得到碳排放

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CHDI）。

EBI = 1 - CO2 I （3）

H ′1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1

2
( H1 )1 - ε +

1
2

( EBI )1 - ε
1

1 - ε
（4）

CHDI =
1
3

( H ′1 + H2 + H3 ) （5）

式中：CO2I 为标准化后的人均净碳排放量；由于

CO2I为负向指标，将其正向化处理得到碳排放敏感

性系数 EBI；ε为不平等厌恶系数，基于中性厌恶假

设取 ε=2[15]。

本文中，净碳排放量由碳排放量（Ce）减去碳汇

量（Cs）得到，人均净碳排放量是净碳排放量（Ce-Cs）

与人口数（P）的比值[2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鄱阳湖

流域县级能源数据缺失，目前广为应用的县级碳排

放量数据是 Chen 等[22]通过拟合省级碳排放与夜间

灯光数据反演得到的 1997—2017 年数据，对 1997

年之前及 2017 年之后县级碳排放量数据的补充方

法主要有线性插值法、增长率系数反演法、灰色预

测法和夜间灯光反演法等[23-25]。线性插值法操作简

单，但在缺失年份较多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负值，

本文综合应用增长率系数反演法、灰色预测法和夜

间灯光反演法 3种方法对鄱阳湖流域县（区）1990—

1996 年、2018—2020 年碳排放量数据进行估算，计

算过程见图 1。具体步骤如下：首先，采用等维递补

GM(1, 1)估算 2018—2020 年县域碳排放量，根据

1997—2017 年碳排放平均增长率计算得到 1990—

1996年县域碳排放量，建立碳排放序列 C 1
e。然后，

基于夜间灯光反演法建立鄱阳湖流域碳排放量均

值（tC）与夜间灯光均值（L）的函数方程（tC=315.94×

L+221460，拟合优度 R2=0.9652），得到鄱阳湖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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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6 年、2018—2020 年县域碳排放量数据，

再利用增长率系数反推估测 1990年、1991年碳排放

量数据，建立碳排放序列 C 2
e，进而计算 C 1

e、C 2
e 的均

值得到县域碳排放量Ce。

接下来计算鄱阳湖流域县域的碳汇量。本文

采用碳汇系数法测算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 4

种碳汇用地类型的碳汇量 C 1
s

[24]。应用净初级生产

量计算农田生态系统的碳汇量C 2
s

[26]，具体公式为：

Cs = C 1
s + C 2

s = ∑Ah × δh + ∑Mj × Cj × (1 - Fj )/Lj

（6）

式中：Ah为第 h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δh 为第 h种土

地利用类型碳汇系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

的碳汇系数根据文献 [24]依次选取 5.770、0.410、

1.701和 0.005 t C/hm2；Mj为第 j种农作物经济产量；

Cj为第 j种农作物含碳率；Fj为第 j种农作物果实的

水分系数；Lj 为第 j 种农作物经济系数，根据文献

[26]确定主要农作物的估算参数。

2.2.2  空间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是分析地理要素类型时空演替特征

的方法，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可以揭示地理邻近及

空间溢出效应对地理要素类型时空演替的影响，本

文运用马尔科夫链、空间马尔科夫链[27]两种方法分

析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的时空

演替特征。

2.2.3  Dagum基尼系数

Dagum基尼系数是分析空间差异的常用方法，

其优势在于空间可分解。本文运用 Dagum 基尼系

数分析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的

空间差异，将其分解为流域内差异、流域间差异和

超变密度。囿于篇幅限制，计算公式参见文献[28]。

2.2.4  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

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因不产生残差、

可完全分解，在驱动效应分解研究中得到广泛运

用，本文基于 LMDI的加法分解方式对鄱阳湖流域

CHDI 变化的驱动效应进行分解，其模型及分解公

式如下[17,29]：

CHDI = ∑
i

CHDIi = ∑
i

gdpi ×
gdpi

Ce,i

×
Ce,i

gdpi

×
CHDIi

gdpi

            = ∑
i

Gi × Ti × Ei × Si

（7）

ΔCHDItot = CHDI t - CHDI 0 = ΔGi +
                        ΔTi + ΔEi + ΔSi

（8）

ΔGe = ∑
i

CHDI t
i - CHDI 0

i

ln CHDI t
i - ln CHDI 0

i

ln ( )Gt
i

G0
i

（9）

ΔTe = ∑
i

CHDI t
i - CHDI 0

i

ln CHDI t
i - ln CHDI 0

i

ln ( )T t
i

T 0
i

（10）

ΔEe = ∑
i

CHDI t
i - CHDI 0

i

ln CHDI t
i - ln CHDI 0

i

ln ( )E t
i

E 0
i

（11）

ΔSe = ∑
i

CHDI t
i - CHDI 0

i

ln CHDI t
i - ln CHDI 0

i

ln ( )S t
i

S 0
i

（12）

式中：i 为县（区）；上标 0 和 t 分别为时段初和时段

末；gdp 为国内生产总值；∆ CHDItot为 CHDI 变化的

总效应，可以分解成经济效应（∆ Ge）、技术效应（∆
Te）、环境效应（∆ Ee）和社会效应（∆ Se）。

2.2.5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LMDI 方法可以分解鄱阳湖流域 CHDI 变化的

内部驱动效应，但未揭示外部驱动因素，考虑空间

效应，本文应用如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鄱阳湖流域

CHDI变化的驱动因素，公式为：

Yit = ρ∑
j = 1

n

W ijYit + βXit + θ∑
j = 1

n

W ij Xit + λi + γt + μit（13）

μit = ψ∑
j = 1

n

W ij μit + υit （14）

式中：Yit为 t 年份鄱阳湖流域 i 县（区）的 CHDI；ρ为

空间自相关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it、β为解释

变量及其系数；θ为空间溢出系数；λi、γt 分别为个体

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μit 为随机误差项；ψ为空

间误差项系数；υit 为随机扰动项。当 ρ = 0且ψ ≠ 0

时，式（13）为空间误差模型（SEM）；当 θ = 0且ρ ≠ 0

时为空间滞后模型（SLM）；当ψ = 0、ρ ≠ 0且 θ ≠ 0

图1   人均净碳排放量估算的技术路线图

Figure 1  Technical roadmap for estimating net carbon emissions 

per cap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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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空间杜宾模型（SDM）。

解释变量指标选取说明如下：根据阿马蒂亚·

森[4]的可行能力理论，人类福祉水平由经济条件、防

护性保障和社会机会决定。经济条件反映个人所

拥有的经济资源，也即富裕程度，考虑到内生性问

题，本文选取地均夜间灯光亮度（Ligr）表征经济条

件[30]。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增长伴

随着经济结构变化，在迈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过

程中，产业结构演进对人们生活需要满足越来越重

要，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占比（SecInd）、第三产业占比

（TerInd）表征产业结构对 CHDI 的影响[16]。公共财

政作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间接投入，是提供社会保

障、兜底社会安全的基石，选用人均公共财政支出

（Fpc）反映防护性保障能力[23]。城镇化反映农村人

口进入城镇的过程，农村居民由此享受教育、医疗

等机会增多，选取城镇化率（Ubr）表征社会机会[13]。

再从低碳视角来看，根据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

IPAT 模型[23]，碳排放是反映环境影响的重要指标，

是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因素的函数。其中，人口

密度能反映人口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选取人口密

度（Pop）表征人口因素[23]。技术进步通过推动能源

结构改善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降低碳排放，本文选

取能源强度（EI）、百万人专利申请授权数（Tec）指标

表征技术进步[13,23]。

2.3  数据来源

本文人口数据来源于江西省 1990年、2000年、

2010年和 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7—2017年县

级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

1990—1996年、2018—2020年县级碳排放数据由本

文估算得到[22]；1992—2013年DMSP-OLS和 2013—

2020 年 NPP-VIIRS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来源于美国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本文对两种数据进行校正

处理[30]；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20 年土地利用

遥感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数据中心。

其他数据来源于 1991—2021年《江西统计年鉴》《中

国县域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的江西》。鉴于共

青城市和部分市辖区数据缺失较多，本文选取鄱阳

湖流域的 80 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31]。为消除通

货膨胀等价格因素影响，将人均 GDP、人均公共财

政支出等指标折算成1990年不变价。

3   结果与分析
3.1  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时空演变分析

3.1.1  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时空分布变化

表 1是本文测算得到的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

性人类发展指数（CHDI）。参照 UNDP《2023/2024

年人类发展报告》HDI 分类标准，CHDI 划分如下：

CHDI ≥ 0.80为极高人类发展类型；0.70≤ CHDI<0.80

为高人类发展类型；0.55≤ CHDI<0.70为中等人类发

展类型；CHDI<0.55 为低人类发展类型。从表 1 来

看，1990—2020 年鄱阳湖流域 CHDI 由 0.5415 提升

至 0.7922，整体由低人类发展水平向高人类发展水

平跃升。分阶段来看，1990—2000 年鄱阳湖流域

CHDI 年均增长率较高。这可能是由于，1990 年代

鄱阳湖流域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提

高，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条件取得显著改善；加之

起始阶段 CHDI 基数低，因此这 10 年鄱阳湖流域

CHDI的增速最快。2000—2010年鄱阳湖流域工业

化进程加快，处于经济发展的存量累积阶段，其

CHDI 保持了年均 1.20% 的增长，2010 年达 0.7596，

鄱阳湖流域步入高人类发展类型。2010—2020 年

鄱阳湖流域 CHDI 仍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对趋

缓。究其原因：首先，鄱阳湖流域维持经济发展与

人类发展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难以在短时间内得

到降低；其次，这一时期鄱阳湖流域进入深化绿色

转型阶段，面临经济结构性调整，处于人类发展水

平提升与碳减排拮抗调整关键时期。表 1中 CHDI

分项指数显示，1990—2020年新收入指数低于健康

指数和教育指数，但其年均增长率最高，各分项指

数呈现均衡发展态势。

从子流域来看，赣江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

展指数保持领先，2020 年其 CHDI在各子流域中最

表1   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CHDI、HDI及各分项指数

Table 1   CHDI, HDI, and their sub-indices in Poyang Lake Basin, 

1990-2020

指数

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

数CHDI

新收入指数H ′1
教育指数H2

健康指数H3

人类发展指数HDI

1990年

0.5415

0.3557

0.6509

0.6178

0.5079

2000年

0.6743

0.4598

0.8260

0.7370

0.6468

2010年

0.7596

0.5646

0.8764

0.8379

0.7626

2020年

0.7922

0.6026

0.8888

0.8851

0.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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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接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信江流域 1990 年

CHDI 最低，增速最快。修河流域 1990 年 CHDI 最

高，增速最慢。抚河流域 CHDI 及其增速均处于鄱

阳湖流域各子流域的中间水平。饶河流域出生时

平均预期寿命相对较低，CHDI 较低。鄱阳湖区的

南昌县、新建区的人均净碳排放量远高出其他县

域，其CHDI值居于鄱阳湖流域最末两位，拉低了鄱

阳湖区CHDI的平均水平。鄱阳湖区是鄱阳湖流域

人类发展与碳减排矛盾最突出的区域。

再根据CHDI类型划分绘制图 2，分析鄱阳湖流

图2   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类型的时空演变

Figure 2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carbon-emission-sensitiv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types in Poyang Lake Basin, 199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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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CHDI类型的时空演变。由图2可见，1990—2020

年鄱阳湖流域县（区）CHDI类型等级明显跃升。具

体来看，1990 年鄱阳湖流域有 62.50% 和 37.50% 的

县（区）分别为低和中等人类发展类型。2000 年鄱

阳湖流域约有 10.00% 的县（区）步入高人类发展水

平行列，其余县（区）均为中等人类发展类型。2010

年芦溪县、安义县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行列，其

余县（区）除南昌县外均属于高人类发展类型。

2020 年，除南昌县仍为中等人类发展类型外，鄱阳

湖流域有 25 个县（区）的 CHDI 为极高人类发展类

型，其余县（区）为高人类发展类型。需要指出的

是，南昌县作为全国经济百强县，其 HDI从 1990 年

的 0.5189提高到 2020年的 0.8673，但其人均净碳排

放量在鄱阳湖流域所有县（区）中是最高的，导致其

CHDI水平相对较低。

3.1.2  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

比较

本文应用H ′1与H1的比值（q）分析人均净碳排放

对收入指数的“惩罚”程度，q值越小，表明人均净碳

排放对收入指数（H1）的影响越强。从图 3 来看，

1990年、2000年鄱阳湖流域的 q值均大于 1，人均净

碳排放对 H1的“惩罚”尚未显现。该时期鄱阳湖流

域的经济规模相对偏小，碳排放量较低。此后，鄱

阳湖流域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碳排放量随之增

加。2010 年鄱阳湖流域有约 50.00% 的县（区）q 值

小于 1，表明人均净碳排放对其收入指数的“惩罚”

显现。2020 年鄱阳湖流域所有县（区）均受到人均

净碳排放的影响且较 2010 年加剧，特别是南昌县

2020 年 q 值降至最低（0.3404），其人均净碳排放对

H1的影响在鄱阳湖流域所有县域中最大。

从CHDI与HDI的比较也可反映人均净碳排放

对 H1的影响。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20 年鄱

阳湖流域 CHDI 与 HDI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依次为

0.9986、0.9814、0.7143、0.2141，其大幅下降也说明

人均净碳排放对收入指数的影响加剧。据表 1 测

算，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 CHDI、HDI均呈增长

态势，但CHDI的增速低于HDI，尤其是 2000—2010

年、2010—2020年CHDI增速明显放缓，表明净碳排

放对 H1的“惩罚”日益凸显，这与图 3 基于 q 值得出

的结论一致。

人类发展是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HDI反映的

是人类发展水平，主要体现为人的可行能力的扩

大，包括延长寿命的能力、享受健康身体的能力、获

得更多知识的能力和拥有充分收入的能力[3]。而

CHDI 不仅反映这些能力，还反映碳排放与实现人

类发展的关系。CHDI纳入了人均净碳排放因素对

HDI的影响，揭示的是融合碳减排与人类发展双重

目标的区域发展状态[5]。以 2020年为例，鄱阳湖流

域的 CHDI 明显低于 HDI，这说明鄱阳湖流域在提

升人类发展水平过程中付出了碳排放代价。与

CHDI 相比，HDI 在衡量人类发展水平时没有考虑

到碳排放因素的影响，若人均净碳排放较高，实际

上会高估鄱阳湖流域人类发展水平。

3.1.3  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类型的时空演替

在分析鄱阳湖流域 CHDI 时空分布的基础上，

下文运用传统马尔科夫链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

分析CHDI的时空演替特征。从传统马尔科夫链计

算结果来看（表 2），研究时段内，除安义县存在由极

高人类发展类型向高人类发展类型的向下转移外，

鄱阳湖流域 CHDI 类型演变整体表现为向上转移，

也表明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CHDI整体提升态

势。从类型演替来看，鄱阳湖流域 CHDI 维持原类

型的概率为 35.00%，CHDI 类型演替呈现一定的路

图3   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q值变化

Figure 3   Changes in q-value of sub-basins of Poyang Lake 

Basin, 199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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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锁定特征。研究时段内，鄱阳湖流域 CHDI 由低

人类发展类型向中等人类发展类型，或由中等人类

发展类型向高发展类型演进，抑或由高人类发展类

型向极高人类发展类型跃迁，均表现为逐级转变，

无跨级变迁。空间马尔科夫链的计算结果也支持

这一发现，即 CHDI 类型跃升呈现“近邻”特征（表

2）。需要注意的是，从 CHDI 由中等人类发展类型

转移的概率来看，若分别与低、中等、高人类发展类

型的县域相邻，其向上转移概率依次为 50.00%、

70.42%、96.43%，说明鄱阳湖流域CHDI类型等级高

的县域产生正向溢出的概率更高，体现出 CHDI 类

型演替的亲“高”效应。

3.2  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空间差异演变特征

分析

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鄱阳湖流域CHDI的

空间差异及其演变特征。从图 4、表 3可见，1990—

2020 年鄱阳湖流域 CHDI 的 Dagum 基尼系数由

0.0302 降至 0.0116，空间差异整体趋于缩小。这一

态势也体现在其分项指数上，1990—2020年H ′1、H2、

H3的空间差异整体上均趋于缩小，但H ′1 的空间差异

明显大于H2、H3。

进一步对鄱阳湖流域CHDI的Dagum基尼系数

表2   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类型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Table 2   Markov transfer probability matrix for carbon-emission-sensitiv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types of Poyang Lake Basin, 1990-2020

方法

传统马尔可夫

转移概率矩阵

空间马尔可夫

转移概率矩阵

邻域类型

不考虑

低

中等

高

极高

t/t+1

低

中等

高

极高

低

中等

高

极高

低

中等

高

极高

低

中等

高

极高

低

中等

高

极高

县（区）个数

50

103

85

2

12

4

0

0

38

71

6

0

0

28

60

1

0

0

19

1

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等

1.0000

0.2330

0.0000

0.0000

1.0000

0.5000

0.0000

0.0000

1.0000

0.2958

0.0000

0.0000

0.0000

0.035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高

0.0000

0.7670

0.6941

0.5000

0.0000

0.5000

0.0000

0.0000

0.0000

0.7042

0.6667

0.0000

0.0000

0.9643

0.6833

0.0000

0.0000

0.0000

0.7368

1.0000

极高

0.0000

0.0000

0.3059

0.5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3333

0.0000

0.0000

0.0000

0.3167

1.0000

0.0000

0.0000

0.2632

0.0000

图4   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EBI、HDI、CHDI及其各分

项指数的Dagum基尼系数演变

Figure 4   Dagum Gini coefficient change of EBI, HDI, CHDI, and its 

sub-indices in Poyang Lake Basin, 199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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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解，从表 3 来看，1990—2010 年鄱阳湖流域

CHDI的超变密度最大，此后随着各流域内差异、超

变密度的缩小以及各子流域间差异扩大，2020年子

流域间差异成为鄱阳湖流域CHDI空间差异的主要

来源。2020年流域间差异的贡献率升至 40.03%，表

明缩小子流域间差异是促进鄱阳湖流域CHDI空间

均衡的关键。

如图 5 所示，1990—2020 年，除饶河流域外，其

他子流域CHDI的空间差异均趋于缩小。赣江流域

和修河流域CHDI的空间差异降幅最大。抚河流域

CHDI 的空间差异降幅较小，2020 年其空间差异仅

小于饶河流域和信江流域。

3.3  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变化的驱动效应

分解

下文应用 LMDI 方法分析 1990—2020 年鄱阳

湖流域CHDI变化的驱动效应。由表 4可见，4种驱

动效应叠合的总效应为正，驱动鄱阳湖流域 CHDI

逐渐提升，但总效应趋弱。分效应比较可知，经济

效应是推动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CHDI提升的

最大驱动力，但 2010—2020年有所减弱。技术效应

是推动鄱阳湖流域 CHDI 提升的第二驱动力，其效

应稳中有升。环境效应对 CHDI 则表现为减量效

应。社会效应对 CHDI 也表现为减量效应，表明区

域经济增长的社会福祉产出水平仍然偏低[32]，但随

着鄱阳湖流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断推进，

2010—2020年社会效应对其CHDI提升的减量效应

变弱。

从各子流域分效应对 CHDI 变化的影响来看

（表 4），1990—2020 年 5 个子流域和鄱阳湖区的总

效应均为正值。其中，赣江、抚河、信江、饶河流域

总效应较大，鄱阳湖区次之，修河流域最低。从效

应分解来看，鄱阳湖流域各子流域 CHDI 提升大多

由经济效应和技术效应双轮驱动，环境效应尤其是

社会效应均表现为减量效应。

3.4  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变化的驱动因素

分析

3.4.1  模型检验

首先，进行鄱阳湖流域 CHDI 空间自相关性检

验。由表 5 可见，多数年份 Moran’s I 显著为正，表

明鄱阳湖流域 CHDI 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可应用空

间计量模型。其次，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判定，根

据 LM 检验结果，模型存在显著的空间误差效应和

空间滞后效应，LR 检验和 Wald 检验结果也判定

SDM不会退化为 SEM或 SLM。Hausman检验显示

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再结合 LR 联合

图5   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及各子流域碳排放敏感性

人类发展指数的Dagum基尼系数演变

Figure 5   Dagum Gini coefficient change of carbon-emission-

sensitiv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n sub-basins of Poyang Lake 

Basin, 1990-2020

表3   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的Dagum基尼系数及空间分解

Table 3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spatial decomposition of carbon-emission-sensitiv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n Poyang Lake Basin, 

1990-2020

年份

1990

2000

2010

2020

总体

基尼系数

0.0302

0.0161

0.0132

0.0116

流域内差异

基尼系数

0.0088

0.0046

0.0036

0.0027

贡献率/%

29.22

28.31

27.63

23.59

流域间差异

基尼系数

0.0079

0.0056

0.0038

0.0047

贡献率/%

26.08

35.00

28.46

40.03

超变密度

基尼系数

0.0135

0.0059

0.0058

0.0042

贡献率/%

44.70

36.70

43.91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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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本文选择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3.4.2  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 6列（1）中回归结果来看，空间自相关系数

ρ显著为正，表明邻近县域 CHDI 水平对本县域

CHDI 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地均夜间灯光亮

度的回归系数最大，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

表4   鄱阳湖流域及各子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变化的驱动效应分解

Table 4   Decomposition of driving effects of carbon-emission-sensitiv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changes in Poyang Lake Basin and its sub-basins

区域

鄱阳湖流域

鄱阳湖区

赣江流域

抚河流域

信江流域

修河流域

饶河流域

年份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20

1990—2020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20

1990—2020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20

1990—2020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20

1990—2020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20

1990—2020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20

1990—2020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20

1990—2020

总效应

0.1328

0.0853

0.0325

0.2507

0.1303

0.0828

0.0277

0.2409

0.1327

0.0851

0.0359

0.2538

0.1400

0.0817

0.0351

0.2568

0.1314

0.1015

0.0252

0.2581

0.1229

0.0798

0.0276

0.2303

0.1448

0.0771

0.0335

0.2554

经济效应

0.3951

0.8322

0.6463

1.7423

0.3524

0.9381

0.8091

1.9245

0.4122

0.8033

0.6024

1.7017

0.3712

0.8340

0.6340

1.7030

0.3939

0.9327

0.6359

1.8152

0.3587

0.7299

0.7090

1.6728

0.4559

0.7630

0.5478

1.6508

技术效应

0.1315

0.1304

0.2222

0.4511

-0.0126

0.2515

0.3805

0.5393

0.1469

0.1022

0.1878

0.4147

0.2756

0.0202

0.1870

0.4734

0.1057

0.3018

0.2276

0.5801

0.1522

-0.0171

0.1882

0.3113

0.1442

0.1340

0.2041

0.4516

环境效应

-0.1315

-0.1304

-0.2222

-0.4511

0.0126

-0.2515

-0.3805

-0.5393

-0.1469

-0.1022

-0.1878

-0.4147

-0.2756

-0.0202

-0.1870

-0.4734

-0.1057

-0.3018

-0.2276

-0.5801

-0.1522

0.0171

-0.1882

-0.3113

-0.1442

-0.1340

-0.2041

-0.4516

社会效应

-0.2623

-0.7469

-0.6137

-1.4916

-0.2221

-0.8553

-0.7814

-1.6836

-0.2795

-0.7181

-0.5665

-1.4479

-0.2312

-0.7522

-0.5990

-1.4462

-0.2625

-0.8311

-0.6107

-1.5571

-0.2358

-0.6501

-0.6813

-1.4425

-0.3110

-0.6859

-0.5143

-1.3953

表5   模型检验

Table 5   Tests for models

检验

1990年Moran’s I

2000年Moran’s I

2010年Moran’s I

2020年Moran’s I

LM test: Spatial error

Robust LM test: Spatial error

LM test: Spatial lag

Robust LM test: Spatial lag

统计量

0.184

0.091

0.217

0.281

163.015

13.262

233.936

84.182

p值

0.008

0.161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检验

LR test: Spatial lag

LR test: Spatial error

Wald test: Spatial lag

Wald test: Spatial error

Hausman test

LR test: 个体固定效应

LR test: 时间固定效应

统计量

50.660

61.950

40.750

43.700

111.010

38.260

170.420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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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表明经济增长是促进鄱阳湖流域 CHDI 提升的

首要因素，这支持了前文经济效应是 CHDI 变化的

首要驱动力的结论。但与朱莉等[13]基于省份得出的

城镇化是促进人类发展水平提升的首要因素的结

论不同，这可能是由于鄱阳湖流域作为欠发达地

区，其人类发展水平提升仍主要依赖经济发展。第

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鄱阳湖流域 CHDI 提高。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产业结构升级伴随

着居民更高生活需要的满足，第三产业对提高居民

生活水准的作用比第二产业更显著[33]。人均公共财

政支出、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随着人口

向城镇流动，公共服务领域财政支出增加，鄱阳湖

流域居民得到更好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有助

于其 CHDI 提升[33]。能源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表明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与碳基能源消费的

脱钩，有利于 CHDI 提升[34]。百万人专利申请授权

数的回归系数为正却不显著，表明创新对 CHDI 的

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对于其一些县域而言，可能存

在专利转化机制不完善或专利申请授权非“绿色偏

向”倾向[35]。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

与人口集聚带来的人均资源占有率低有关[36]。

鉴于空间杜宾模型包含空间滞后项，模型回归

系数包含了本县域对邻近县域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利用偏微分方法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空间

溢出效应，结果见表 6。地均夜间灯光亮度指标的

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依

托经济优势增进本地人类福祉，但对邻近县域人力

资源、经济资本产生“虹吸效应”，使其空间溢出效

应为负。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的直接效应

显著为正，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原因可能在于依托

工业园区建设的鄱阳湖流域产业扩散效应较弱，但

对邻近地区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产生较强的“虹吸

效应”。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

表明各县域发挥投资效应和生产效应提升了

CHDI，但由于县域间公共服务同质化或户籍隐形壁

垒等，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对邻近县域 CHDI 的空间

溢出效应为负。城镇化率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

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化对鄱阳湖流域 CHDI 提升具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城镇化优化了资源配置，推动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增多社会机会，带动了

人类福祉改善[33]。人口密度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

而空间溢出效应为正，究其原因，可能是本地人口

集聚使其人均资源占有率下降，而人口外流地区的

人均资源占有率却相对提升。能源强度、百万人专

利申请授权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但不显著，这或

与知识溢出的有限性和滞后性有关[23,36]。

3.4.3  稳健性检验

本文应用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增加解释变量和

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

见表 7。列（1）为将地理邻接权重矩阵替换为地理

距离权重矩阵[30]的结果。列（2）为增加解释变量

——人均住户储蓄存款余额（Hsp）的结果，反映其

对CHDI的影响。另外，本文将被解释变量CHDI替

换为人类发展指数（HDI）和几何平均法计算的碳排

表6   回归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lnLigr

lnSecInd

lnTerInd

lnFpc

lnUrb

lnPop

lnEI

lnTec

ρ

σ2

R2

lnCHDI

SDM

0.0351***

(0.0057)

0.0219***

(0.0082)

0.0262***

(0.0078)

0.0223**

(0.0090)

0.0243***

(0.0058)

-0.0960***

(0.0173)

-0.0097***

(0.0034)

0.0008

(0.0005)

0.3660***

(0.0708)

0.0004***

(0.0000)

0.8005

直接效应

0.0347***

(0.0057)

0.0203**

(0.0085)

0.0250***

(0.0083)

0.0204**

(0.0089)

0.0264***

(0.0056)

-0.0914***

(0.0169)

-0.0093***

(0.0031)

0.0009

(0.0005)

空间溢出效应

-0.0093

(0.0125)

-0.0190

(0.0237)

-0.0129

(0.0252)

-0.0218

(0.0260)

0.0236

(0.0146)

0.0770

(0.0568)

0.0075

(0.0055)

0.0008

(0.0016)

总效应

0.0254*

(0.0136)

0.0013

(0.0277)

0.0121

(0.0285)

-0.0014

(0.0287)

0.0501***

(0.0165)

-0.0144

(0.0614)

-0.0017

(0.0053)

0.0016

(0.0019)

***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0。括号中为稳健

的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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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CHDI′）进行稳健性检

验[11]，结果见列（3）（4）。可以看到，空间杜宾模型回

归结果相关系数方向、显著性与前文基本一致，说

明本文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3.4.4  异质性分析

再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分析各子流域CHDI变化

的主要驱动因素。如表 8所示，赣江流域、饶河流域

的各回归系数与表 6 列（1）总体样本较一致。需要

说明的是，修河流域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负，这可能与其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有关，尤

其是修河流域铜鼓县 2020 年教育支出和卫生健康

支出仅占其公共财政支出总额的 21.38%，明显低于

同期鄱阳湖流域平均水平。抚河流域、信江流域、

修河流域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负，这可能由于其产业以传统制造业和低端

服务业为主，同时还面临经济成果的社会共享水平

低及高碳排放等问题，均不利于其CHDI提升。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首次构建了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

（CHDI），对 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CHDI的空间

差异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结

表8   异质性分析

Table 8   Heterogeneity analyses

lnLigr

lnSecInd

lnTerInd

lnFpc

lnUrb

lnPop

lnEI

lnTec

鄱阳湖区

0.0751***

(0.0181)

0.0365

(0.0375)

0.0583

(0.0461)

-0.0263

(0.0386)

-0.0006

(0.0431)

-0.1890***

(0.0458)

-0.0125

(0.0116)

-0.0046*

(0.0024)

赣江流域

0.0045

(0.0083)

0.0336***

(0.0113)

0.0408***

(0.0119)

0.0116

(0.0143)

0.0410***

(0.0070)

-0.0467**

(0.0210)

-0.0079

(0.0049)

0.0013*

(0.0007)

抚河流域

-0.0117**

(0.0052)

-0.0424***

(0.0113)

-0.0572***

(0.0081)

0.1810***

(0.0311)

0.1540***

(0.0181)

0.3220**

(0.1290)

0.0494***

(0.0107)

-0.0071***

(0.0011)

信江流域

-0.0052

(0.0252)

-0.0845***

(0.0280)

-0.0892***

(0.0244)

0.0689***

(0.0231)

0.0367**

(0.0171)

-0.2020***

(0.0604)

-0.0067

(0.0087)

-0.0023

(0.0018)

修河流域

0.0854***

(0.0027)

-0.1490***

(0.0092)

-0.0197***

(0.0055)

-0.2280***

(0.0107)

0.0451***

(0.0056)

0.0074

(0.0073)

0.0367***

(0.0025)

-0.0022***

(0.0005)

饶河流域

0.0048

(0.0086)

0.0445***

(0.0167)

0.0459

(0.0304)

0.0810***

(0.0100)

0.0741***

(0.0166)

-0.0645*

(0.0374)

-0.0041

(0.0067)

-0.0075***

(0.0023)

表7   稳健性检验

Table 7   Robustness tests

变量

lnLigr

lnSecInd

lnTerInd

lnFpc

lnUrb

lnPop

lnEI

lnTec

lnHsp

ρ

σ2

(1)

lnCHDI

0.0333***

(0.0056)

0.0219**

(0.0087)

0.0239***

(0.0081)

0.0144

(0.0091)

0.0245***

(0.0059)

-0.0889***

(0.0178)

-0.0090***

(0.0035)

0.0008

(0.0006)

0.5780***

(0.1820)

0.0004***

0.0000

(2)

lnCHDI

0.0248***

(0.0057)

0.0178**

(0.0078)

0.0221***

(0.0074)

0.0135

(0.0087)

0.0191***

(0.0058)

-0.0826***

(0.0166)

-0.0090***

(0.0032)

0.0007

(0.0005)

0.0407***

(0.0087)

0.4050***

(0.0682)

0.0003***

0.0000

(3)

lnHDI

0.0251***

(0.0054)

0.0298***

(0.0078)

0.0211***

(0.0074)

0.0354***

(0.0085)

0.0318***

(0.0055)

-0.0522***

(0.0164)

-0.0166***

(0.0032)

0.0002

(0.0005)

0.2950***

(0.0740)

0.0003***

0.0000

(4)

lnCHDI′
0.0492***

(0.0066)

0.0236**

(0.0095)

0.0263***

(0.0090)

0.0240**

(0.0104)

0.0283***

(0.0067)

-0.1310***

(0.0201)

-0.0136***

(0.0040)

0.0014**

(0.0006)

0.3340***

(0.0730)

0.0005***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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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下：

（1）鄱阳湖流域低碳人类发展水平大幅提高，

整体上由低人类发展水平向高人类发展水平跨越，

但其增速放缓。2010年和 2020年，碳排放因素对鄱

阳湖流域人类发展指数的“惩罚”明显加剧。与此

同时，鄱阳湖流域低碳人类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趋

于缩小，这主要源于各流域内部人类低碳发展差异

稳步缩小。

（2）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类

型演替均为逐级而非跨级跃迁，具有路径依赖特

征。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类型等级高的县

域产生正向溢出的概率更高，县域碳排放敏感性人

类发展指数类型演替呈现亲“高”倾向。

（3）鄱阳湖流域 CHDI 提升主要由经济效应和

技术效应驱动，环境效应、社会效应均表现为减量

效应。空间计量分析得出，富裕程度提升、公共财

政支出增加有助于提升本地 CHDI，但对邻近县域

产生“虹吸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城镇化对本

地和邻近县域CHDI提升都具有促进作用。人口密

度对本地 CHDI 提升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对邻近县

域CHDI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而技术进步有利于

鄱阳湖流域 CHDI 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了本地

CHDI 提升却抑制了邻近县域 CHDI 改善。鄱阳湖

流域各子流域CHDI提升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的空

间异质性。

4.2  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着力缩小鄱阳湖流域各子流域间的人类低

碳发展差距。针对各子流域制定人类低碳发展导

向的生态文明差异化考核和激励政策，深入推进鄱

阳湖流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关注鄱阳湖区

的南昌县、新建区等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低

且存在路径依赖的地区，支持安义县、芦溪县等碳

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较高的县（区）实现低碳

人类发展类型跨级提升，发挥其空间溢出效应，带

动鄱阳湖流域人类发展水平整体提高。

（2）夯实经济增长对提升鄱阳湖流域人类低碳

发展水平的驱动作用。建议因地制宜抓好江西省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结合江西省“1269”重点产业

链群行动，尤其关注抚河流域、信江流域、修河流域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培育发展和布局清洁能

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推进产

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要

进一步完善专利转化机制，加大科技投入和“绿色

偏向型”创新的政策支持，推进鄱阳湖流域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

（3）激发社会效应在提升鄱阳湖流域人类低碳发

展水平方面的潜力。优化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结构，

加快公共财政支出向教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倾

斜，特别要加大修河流域县域民生财政投入，巩固民

生财政的生产效应。还应根据不同县区发展阶段

与水平，创新非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方式，制定

差异化的县域公共产品供给方案，深化县际公共服

务互通共享机制。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缩小鄱阳湖流域城乡教育水平和卫生投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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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ce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carbon-emission-sensitiv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n Poyang Lake Basin
WANG Shengyun1, 2, PAN Liuxin2, LIU Junli2

(1.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entral China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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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while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human well-being i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huma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carbon-emission-sensitiv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n 

Poyang Lake Basin,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level of human 

well-being under the dual-carbon goals. [Methods] By incorporating the per capita net carbon 

emission index,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carbon-emission-sensitiv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CHDI). Spatial Markov chain, Dagum Gini coefficient, LMDI method, and spatial Durbin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fference change of carbon-emission-sensitive development index 

in Poyang Lake Basin from 1990 to 2020. [Results] (1) The carbon-emission-sensitive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Poyang Lake Basin increased from 0.5415 in 1990 to 0.7922 in 2020, 

realizing the leap from medium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to high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2) 

From 1990 to 2020,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carbon-emission-sensitiv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n Poyang Lake Basin tended to shrink as a whole, intra-sub-basin differences shrank steadily,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ub-basins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Narrowing the gaps 

between the sub-basins is the key to alleviate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in 

Poyang Lake Basin. (3) The improvement of carbon-emission-sensitiv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n Poyang Lake Basin was mainly driven by economic effect and technology effect, while social 

effect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 showed declining trends. (4)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show that increasing affluence,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ing public 

financial expenditures, and urbanization had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ng effect on the enhance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urbanization had a contributing effect on the 

enhancement of CHDI both locally and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ies, while increasing energy 

intensity and population density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Conclusion] From 1990 to 2020, 

the low-carbon human development in Poyang Lake Basin tended to be balanced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wards high human development. Narrow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ub-basi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dual-wheel drive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effects are the focal point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human well-being in Poyang Lake Basin.

Key word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uman well-being; Dagum Gini coefficient; spatial Durbin 

model; net carbon emissions; Poyang Lak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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